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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可填写 为‘革家人’、‘穿青人’。” 

尽管如此，穿青人走出省外，依旧身份尴尬。某穿青学生考至重庆，学校以 56 个民族中没

有穿青人广族为由，不承认穿青人民族身份，要求其改变族称。该学生家长便拿出公安部通知与

学校对簿公堂。 

张成坤介绍，穿青孩子报考时，民族身份选择确是难题，一旦填成汉族，从此便难以恢复。

此外，在第二代身份证普及前，年轻的穿青人出外打工，需办理临时身份证，也需要填报为汉族。 

2007 年，另一件涉及到穿青人民族身份的大事，再次震动心焦的穿青老人，张成坤等人再

次出山，诸多穿青代表甚至连署签名，抗议不止。 

当年 10 月 9 日，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局向各县市民族局发文，要求以“穿青人”为首

的三个未识别民族，如需认同其他某一民族，需尽快提报地区民族局，以便上报地委、行署。 

随后，毕节地区的织金、纳雍、清镇、大方等地分别组织穿青代表座谈。最后，纳雍、织金、

清镇的代表先后表示认同土家族，但大方代表决定认同彝族。自认为是个独立民族的穿青人，因

行政区划原因，在行政力量主导下很可能加入不同民族，这同样让许多人愤懑。 

当时曾出面表态“欢迎穿青人认同土家族，但希望穿青人注意政策把握”的贵州土家学会副

会长陈国安，事后表达了他的看法：穿青人身份确实尴尬，本民族不认同汉族，周边少数民族不

认同它，当地汉族也不认同它。而这次民族认同，又牵扯到毕节地区彝族、回族和苗族的人口比

例问题。 

穿青人民族认同仍悬而未解，但其民族习俗已一点点消亡。除黔西少数偏远地区在服饰装扮

和语言上仍保持其特色外，今天多数穿青人已与汉族外表无异，但其内在的民族意愿，却依然犹

如顽石。 

    没有身份的民族该何去何从？ 

“在穿青人中心地区，人们的普遍反映是‘穿青’这个名字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在自

己身上改名称了，至于国家的照顾是无关紧要的。” 

2006 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在其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写道：“如何解决穿青等

族群的问题，消除他们中间的消极和抵抗情绪，共建和谐社会，是应当正视的。我们认为，最好

的办法不是防堵，不是逃避，而是加强协商，积极疏导。” 

 

 

【论  文】 

五十六个民族是怎么来的1
 

 

记者 赵家鹏 

 

中国有 56 个民族结论从何而来，中国的民族是怎么认定的？或许始自 62 年前一个女孩奇特

的赴京之路。 

1950 年 9 月 29 日，来自湖南永顺的山村教师田心桃，成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座上宾。田

赴京，是作为苗族代表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但田心桃向周恩来等提出，自己并非苗族，而是土

家族儿女。 

当时，土家族之名并不为人所识。意外浮出水面的土家族，牵连一个问题，即：中国共有多

少民族？当时中国人普遍缺少民族概念，自古以来的历史，亦从无确数。 

                                                        
1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2 年第 9 期第 34-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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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共亟望解决的命题。唯有确定民族数量，才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3 年始，中共

派出大规模考察团，分赴各地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延宕近 40 年的工作，连同其间的民族社

会历史调查，不仅开创了其后大陆民族政治格局，更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 

    从“民族自决”到“区域自治”   

大陆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早的中共文件表述是 1941 年 5 月 1 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

政纲领》，其第十七条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

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1938 年的中共六大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则有如是表述：“允许蒙、回、藏、

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

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民族自治”并非中共一贯方针。1937 年以前，“民族自决”才是其主要推行的民族政策。

所谓“民族自决”，按 1931 年 11 月 7 日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意为“承认中国

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在 1922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明确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

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这一苏联色彩浓重的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列名中共十大政纲之一，与当时孙中山所提

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理论相抵触。  

然而，建设根据地以及随后的长征，逐渐改变了中共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1935 年红军抵达陕北后，为处理好同蒙、回等民族的关系。中共先后发出告内蒙古人民与

回族人民书。延安时期，由李维汉、贾拓夫等主持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

两书，直接影响了中共民族政策。“民族自治”逐渐取代“民族自决”，中共民族政策逐渐走出苏

联影响。  

而国民政府的民族叙述则由“五族共和论”转向大汉族主义。1943 年，蒋介石在《中国之

命运》中，提出“国族同源论”，称汉族为“国族”，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认为

他们是汉族的“大小宗支”。 

内战打响后，两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拉锯。1947 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

成为中共控制区内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共产党的“民族自治”逐渐压过国民党的“国族同源”，

在少数民族地区占得上风。  

1949 年，“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从宪法层面，

开始走上一条独特的民族道路。  

据新中国建国后中央民委首任主任李维汉回忆，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就是否实行联邦制

征求意见。李维汉认为，基于中国汉族占绝对优势的人口结构，以及马克思认为地方自治与民族

区域自治当优先于联邦制的论述，不宜实行联邦制。 

    向少数民族“还债”  

中共接收的是个沉重的民族关系包袱：历史上，不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极差，少数民族间

往往亦互相敌视。以至于 1952 年国庆，少数民族代表受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后，一名彝族代

表被问及收获几何时，该代表回答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汉族杀不完。”  

为改善恶劣的民族关系，中共建政之初，周恩来即提出向少数民族“还债”。于是，大批民

族访问团赴各少数民族地区发放物资并慰问演出，同时还派出大批医疗队，大大改善了一些少数

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状况。  

为帮扶少数民族，中共对“走进来”的少数民族代表亦不吝成本。少数民族代表每至，都有

国家级领导人出面接见，赠送甚为稀有的呢子大衣一套；中央民族学院每毕业一届学生，周恩来

必亲自参加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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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抚少数民族情绪，消除歧视，周恩来曾亲自出面，为壮、彝、瑶等三族更改族称。中共

建政前，壮族原名僮族，僮是书童之意，彝族原叫做夷族，瑶族早先则被称为徭族。三个民族称

呼中皆有贬义，故周恩来倡议改僮、夷、徭三字为壮、彝、瑶，取美好象征之意。  

在解决各民族间的历史矛盾上，当时中共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亦作用巨大。过去历史中，汉

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欺压与侵凌，被解释为剥削阶级利用民族关系对被剥

削阶级的奴役，而中共领导的则是天下不分民族的受苦人翻身做主人的革命。中共的意识形态，

使中国各民族第一次被真正团结凝聚在一起。  

    中国式民族识别 

中国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要回答这一问题却并不容易。近代之前，“民族”一词在古汉语

中并未出现，仅有称“民”或“族”者见于史籍。“民族”一词及其观念为西方传入，最先引用

的梁启超拿来宣扬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启示国人。 

民族观念虽兴起于西方，但在西方民族学发展史上，民族概念亦多有不同。马列主义的“民

族”概念，经列宁、斯大林等人阐发，最终由斯大林定义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一

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

体。”  

与西方大多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民族混居杂处，难以细分。辛亥

革命后，虽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中国并不仅止五个民族，后虽有修正，却终

未有确数。中共早期亦对民族数量不甚明了。1939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

认为中国可能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但提到名称的不过 9 种。  

鉴于此，1953 年大陆第一次人口普查，要求按“名从主人”原则，让各民族自报族称。令

人始料未及的是，全国自报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逾 400 种，仅云南一地便有 260 多种民族名称。  

从政治角度考量，庞大的民族数量，将令民族自治区域难于划分管理。此外，各民族人口多

寡又涉及到少数民族代表名额问题。按规定，少数民族代表需以人口比列分配，若人口数量不足，

则至少分配一个代表。比如，壮族有 1000 多万人，按人口比例可选出 10 个代表，而赫哲族虽仅

300 多人，依旧要有 1 个代表的资格。比例不同，会在各民族间一些待遇上产生不平等。  

故而，甄别上报的 400 多个民族，判断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单一少数民族还是较大少

数民族中的一支，这成了 1953 年后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国情况与苏联迥异，诸多民族并不符合斯大林定义，如回族，依宗教传统而连结，却并不

共同居住地域，依所在地区，可分为汉回、藏回、蒙回等群体，但其民族认同却格外强烈。  

为此，1953 年毛泽东表态，不必学苏联区分部落、部族、民族等，一律以民族对待。  

此项工作前人从无涉及，其间争议非难极多，不但涉及学术问题，更直接触碰政治问题。尤

其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虽有毛泽东灵活掌握的暗示，但特殊时代，无人敢公开认为此

定义并不适于中国实际。6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对斯大林民族标准的质疑才公开出现。 

除民族认定与归并，族名的改称也是重要工作。除前述周恩来为壮、彝、瑶改称故事，佤族、

布朗族、鄂温克等族亦是改称。佤族原被称为佧佤族，后发现“佧”是傣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

“傣族的奴隶”，遂改正。鄂温克族早先名称有三：通古斯、索伦和雅库特。通古斯和雅库特是

俄国人对其称呼，索伦则是满族人对其称呼，意为“猎手”，三者居住地与经济生活不同，但皆

自称鄂温克，有一致的民族认同。 

    造字与书史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大抵结束于 1956 年，民族调查继之而起，内容涵括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社会形态以及语言文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则由彭真领导。两者各自开展工作。 

当时，中国尚有许多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1951 年，中共提出“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

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文字”。1956 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所长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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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借鉴的是苏联经验。1956 年 2 月，中央民族学院举办了 400 多人的语

言调查训练班，抽调毕业生和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后分赴各地调查。 

他们共研究了 42 个民族 50 多种语言，帮助有语言无文字的壮族、布依族、黎族、侗族、苗

族、彝族等 11 个少数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同时改进与改革了拉祜文、景颇文、

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多种文字。 

彭真领导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同时进行。主要任务要二：按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各少数民

族划分社会形态；整理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后一项工作为各民族历史梳理与抢救文化贡献极大。 

据不完全统计，此番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前后共写出资料 340 多种，计 2900 多万字，整理档

案和摘录文献 100 多种，计 1500 多万字。为少数民族拍摄了大量纪录片，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

历史文物。从 1964 年起，陆续为每个民族出版了简史、简志。  

某种程度上，中共发起的大规模造字与书史，奠定了今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止于 56 个民族  

“文革”中断了大陆的民族识别工作。  

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着手解决 50 年代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对尚待识别的少数民族

进行识别调查。  

当时，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达 500 万之多。若再进行大规模民族单立，影响

过巨，将打破现有民族格局。故当时倾向于对民族成分进行更改。认同已有民族成为民族识别工

作的题中之义。  

因此，除 1979 年基诺族被新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外，从 1978 年至 1990 年十余年间，未再

新立民族。但涉及到数百万人族属的归并工作，却如火如荼。  

其中，贵州归并整合“穿青人”等 23 个待识别少数民族；湖南将“哇乡人”、“本地人”、“梧

州瑶人”等归入汉族；广西将 10 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分别归并至壮、瑶、苗、彝等 10 个少数民族；

云南的“苦聪人”划入拉祜族，“摩梭人”划入纳西族；新疆的“图瓦人”则仍被认为是蒙古族

的一支。 

民族归并保持了现有民族格局，但也带来了新问题：1980 年代民族成分更改开始后，许多

原被划为汉族、苗族的人口纷纷改为土家族，规模最大的是鄂西 140 万人口归并至土家族。由是，

土家族人口从 1957 年的 50 余万飙升至 2000 年的 802 万，人口在各少数民族中居第六位。  

人口膨胀大幅提升了土家族的政治地位。除民族代表增加，行政区划地位也向上晋级。湘西

地区原为苗族自治州，后土家族人口数量压过苗族，遂改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因人口急

剧膨胀，1980 年代，一些土家族代表不满足自治州待遇，一度提出将湘、鄂、黔、渝地区土家

族合并成自治区。这令中央始料未及。若出现省一级行政区划的变更，其牵涉与影响极为巨大。

其时，国际形势动荡的外部环境及苏联解体前车之鉴，不能不使中共在民族政治问题上谨慎行事。

鉴于此，尽管西藏的僜人等民族犹待识别，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还是下决心彻底叫停民族识别。 

其后，根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正式确认 56 个民族，55 个少数民族，少数

民族总人口为 9120 多万，占全国总人口 8.04％。 

对存有争议的未定民族，包括族属未定的“待识别民族”和族属虽定但本族不认可的“已识

别待定民族”，就此失去被确认为单一民族的机会。官方态度是，民族学术可继续研究，但事关

稳定，56 个民族编制将不再允许突破。 

    总结与遗思 

延宕逾 40 年的民族识别，今日已鲜少人知。在“56 个民族 56 支花”的歌声中，当年参加

此工作的专家学者大多也先后离世，健在者不多，能言者更稀。 

现年 92 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当年曾参与民族调查。言及民族识别工作时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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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遗憾：新中国肇始之时，民族识别对国家稳定至为关键，当时国家为此倾尽全力，但 1990 年

戛然而止后，居然没有总结工作。 

施联朱本人曾于 1983 年撰写了《中国的民族识别》，本意送至香港出版，但因缺乏资金，最

终由国家民委资助 3000 元出版。此书至今犹是论述民族识别的权威。 

此外，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也曾撰文，以亲身经历总结中国民族识别工作。费孝通、林耀华

二人在肯定民族识别的同时，亦指出民族识别工作犹有遗留问题，需继续解决。  

目前为止，据统计，中国尚有 70 多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贵州地区，如

人口约 67 万的穿青人和革兜人等，虽被划入汉族等民族，但成为单一民族的意愿强烈，对民族

归并结果并不满意。1990 年停止民族识别后，这些民族的归属问题，成为贵州省敏感问题。  

此外，错划民族亦仍需纠正。如云南普米族，在专家看来，实属藏族，且同一族体，在四川

被划为藏族，这造成一族两分。情况相同的还有壮族和布依族。两族语言相同，历史文化亦出入

不大，但在贵州皆为布依族，在广西便成壮族，一个民族因省际行政分野而造成割裂。另外，彝

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族，从历史上考证，应为一个民族，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却被

划为七八个民族。  

如今，施联朱等老人已无力鼓呼。在学术层面，老一辈民族学专家亦与时代产生龃龉。施联

朱坦言，目前大陆民族学界在理论层面，面貌疏离，如隔春秋。许多中青年学者宣扬的去政治化

的“族群”理论，老一代学者并不认同。 （实习生顾纯对本文亦有贡献） 

    附：中国民族识别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 年至 1954 年，将 1953 年上报的 400 多个民族确定为 38 个民族。 

    第二阶段：1954 年至 1964 年，将 1964 年上报的 183 个民族确认为 15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

族为 53 个。 

    第三阶段：1965 年至 1978 年，因受“文革”影响几乎停滞，只有 1965 年珞巴族被新确认，

少数民族为 54 个。 

    第四阶段：1978 年至 1990 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数量增至 55 个，加

上汉族，共 56 个民族。 

 

【论  文】 

台湾“原住民”政策变迁1
 

 

记者：郑东阳 

 

2 月 19 日，台中市和平区和平国民小学，应邀献唱的原住民族学生听到台上政治人物用自

己熟悉的闽南语和泰雅语表达问候。但这不是选举造势活动，主角也不是当地需要争取选票的民

代或县市长，而是来自北京——郭金龙。 

这是个捐赠仪式，北京市长郭金龙向 7 个原住民乡捐赠 9 辆巴士，供儿童上学、老人就医之

用。促成此举的是台湾原住民籍“立委”金素梅。此前，由高金素梅率领的台湾原住民们出现在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舞台上，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号召力。2009 年，胡锦涛在“莫拉克”风灾之后

曾亲自接见高金素梅率领的访问团。 

在北京亲切的将台湾原住民群体统称为“高山族”，并视为“中华民族”56 个组成民族的一

员时，约在台湾总人口 1.6%、近四十万“少数民族”已被台湾当局认定为 14 个族群。 

                                                        
1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2 年第 9 期第 38-40 页。 


